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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海洋藻华甲藻与红色赤潮藻的化学互感作用(allelopathy)
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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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化学互感作用或化感作用(allelopathy)在浮游植物的种群相互作用及动力学过程中起着重要的

调节控制作用, 已经成为有害藻华生态学研究中的重要领域。但在被研究的种类和化感作用的规律等

方面还存在众多空白。本研究选取分离自中国和美国近海的重要藻华甲藻多环旋沟藻(Cochlodinium 

polykrikoides)、米氏凯伦藻(Karenia mikimotoi)、剧毒卡尔藻(Karlodinium veneficum)、短沟别什莱藻

(Biecheleria brevisulcate), 在相同的试验条件下(72 h 共培养)观察其与另一种常见的藻华甲藻红色赤潮

藻(Akashiwo sanguinea)的化感作用。实验结果显示化感效应随种类和特别是起始细胞密度比率而分别

表现为抑制或促进共存种的生长。与起始细胞密度为 500 个/mL 的红色赤潮藻共培养时, 多环旋沟藻

起始密度为 250 个/mL 时促进红色赤潮藻生长, 米氏凯伦藻苏澳株和短沟别什莱藻在细胞密度低于

1 000 个/mL 时促进红色赤潮藻生长, 同时起始密度为 5 000~50 000 个/mL 的剧毒卡尔藻被红色赤潮藻

促进生长。但是, 米氏凯伦藻深圳湾株在细胞密度 500 个/mL 以上时均抑制红色赤潮藻生长, 多环旋沟

藻在起始密度大于 250 个/mL 时开始抑制红色赤潮藻生长, 且抑制效应在起始密度 2 500 个/mL 时接近

100%。米氏凯伦藻的化感作用在不同株系间表现出显著差异。结果说明有害藻华甲藻之间的化感作用

表现出复杂的形式, 随着作用的种类和互相之间的密度比率变化而有互相促进、抑制或一方抑制(或促

进)另一方等作用, 这对进一步认识藻华甲藻的种群动力学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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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十年来由微藻特别是甲藻引起的有毒有

害藻华在世界范围内频繁暴发, 且若干藻华类甲藻

还有向其他国家和地区扩散的趋势[1-2]。藻华暴发的

原因既包含外部原因如海域的富营养化、全球气候

变暖, 也源于众多藻华种特殊的生物(态)学特征, 如

藻华种高营养吸收能力、快速增殖能力、混合型营

养、对特殊环境条件的耐受性、特殊生活史、对捕

食者的毒性、对竞争者的化学互感作用等[3]。 

化学互感作用 , 或化感作用(allelopathy), 是指

植物之间通过向环境释放化学物质发生的种间相互

作用 [4], 理论上有抑制性化感作用和促进性化感作

用二种 , 但前者受到更多关注。比如双胞旋沟藻

(Cochlodinium geminatum)能抑制海洋原甲藻(Proro-

centrum micans)的生长[5], 三角褐指藻(Phaeodactylum 

tricornutum)和锥状斯氏藻(Scrippsiella trochoidea)

均对东海原甲藻(Prorocentrum donghaiense)的生长

产生强烈的抑制作用, 三角褐指藻、锥状斯氏藻和东

海原甲藻均对眼点拟微绿球藻 (Nannochloropsis 

ocutala)的生长产生显著促进作用[6]。亚历山大藻属

的若干种类因为能产生麻痹性贝毒素(PSP 毒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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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特别关注, 但其中好几种产生的强烈抑制共存藻

类的化感物质却被证明并非 PSP 毒素[7]。可以说, 现

已被研究过的重要藻华种类几乎都表现出对共存藻

类一定程度的抑制性化感作用, 化感作用因而被认为

是一种普遍存在于藻华藻类的竞争策略, 也因此被作

为赤潮发生和演变的关键过程之一受到越来越多的

关注[1, 8]。所以, 研究每一种重要的藻华种类是否存在

和如何表现出对共存种的化感作用对认识其藻华发

生过程具有重要意义。但现有研究主要关注有害藻华

种类对非藻华或非有害种类的化感作用, 而且更多的

是发现和注重藻华种类对共存种的抑制性化感作用。 

本研究中 5 种受试种类都是重要的藻华类甲藻, 

特别是多环旋沟藻(Cochlodinium polykrikoides)、米

氏凯伦藻(Karenia mikimotoi)、红色赤潮藻(Akashiwo 

sanguinea)和剧毒卡尔藻(Karlodinium veneficum), 都

是世界性的常见赤潮藻。多环旋沟藻能产生致鱼死

亡的藻毒素, 也已证明具有很强的化感效应[9]。近 20

年来 , 我国海域多次暴发多环旋沟藻赤潮 , 如广东

珠江河口海域曾多次暴发, 2010 年浙江温岭也暴发

了多环旋沟藻赤潮[10]。自 1998年以来, 中国海域暴

发的米氏凯伦藻赤潮屡见报道, 其中浙江和福建海

域是赤潮暴发热点地区, 根据《中国海洋灾害公报》, 

2012 年在福建和浙江海域的 3 次米氏凯伦藻赤潮给

渔业和当地养殖业造成超过 20 亿元的巨大经济损

失。剧毒卡尔藻自 20世纪 50年代被发现以来, 先后

在美洲、南美洲、欧洲、澳洲等多处都发生过大规

模赤潮, 造成大量鱼类死亡[11-12]。中国海域先后也于

2003年、2005年在香港和浙江海区发生剧毒卡尔藻

赤潮[13]。短沟别什莱藻(Biecheleria brevisulcate)也是

世界性赤潮种, 但在我国于 2009 年才被首次发现

报道, 目前对该种类的各种研究都还很少[14]。红色

赤潮藻为世界性广布种, 也是最常见的赤潮原因种

之一 [15-16], 也是近年来我国多个海域的主要有害赤

潮种[17-18], 如 2011 年烟台四十里湾的赤潮主要由红

色赤潮藻引起[19]。该种在本研究中被作为化感作用

受试生物的模式种, 因为若干研究表明该种对化感作

用敏感[20-21]。我们相信通过研究这几种藻华甲藻之间

的化感作用对认识浮游植物之间化感作用的复杂性

和海洋有害藻华的发生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材料与方法 

1.1  藻种来源及培养条件 

实验所有藻种均为以毛细管分离法获得的单细

胞培养系。多环旋沟藻 CP1于 2006年分离自美国纽

约 Paconic 湾, 米氏凯伦藻(深圳湾株)于 2012 年 12

月分离于广东省深圳湾 , 米氏凯伦藻 (苏澳株 )于

2012 年 5 月分离于福建省苏澳岛近岸, 剧毒卡尔藻

于 2014 年 4 月分离于河北省北戴河近海, 短沟别什

莱藻于 2014年 7月通过取自于浙江南麂列岛底泥中

孢囊萌发, 毛细管分离建立纯培养, 分离、纯化后于

实验室保种并长期培养, 红色赤潮藻 CCMA256 于

2011年 2月分离于厦门近海水样。 

培养藻所用海水取自青岛市汇泉湾天然海水, 经

沙滤处理后, 再用 0.22 μm混合纤维膜过滤, 121℃高

压灭菌后, 转至经高压灭菌的锥形瓶内, 添加 f/2 母

液配制成培养液[22], 培养液盐度为 32。藻种置于光

照培养箱中培养, 培养温度为 20℃±1℃, 光照强度

为 100 μmol /(m2·s), 光暗比为 12 h︰12 h。整个培养、

转接种、取样等过程均于超净工作台中无菌操作。 

1.2  实验设计 

红色赤潮藻在本研究中作为受试生物模式种 , 

以比较多环旋沟藻、米氏凯伦藻、剧毒卡尔藻和短

沟别什莱藻对其化感作用的强度与形式。将指数生

长中期(一般为接种后第 4~5 天)的红色赤潮藻分别

与指数生长中期的多环旋沟藻、米氏凯伦藻、剧毒

卡尔藻、短沟别什莱藻进行 72 h两两共培养。实验

在 6孔细胞培养板中进行, 培养总体积为 10 mL, 实

验开始时全部重新添加 f/2 培养基以保证实验中营

养盐充足。实验组和对照组均设置 3个平行, 综合考

虑这几种甲藻在实验室的生长情况和各自细胞体积

大小, 两两共培养实验组中初始密度设计见表 1, 其

中其他几种藻与红色赤潮藻的共培养实验中, 均设

置红色赤潮藻的单培养对照组, 起始密度均用新鲜

培养基调整到 500个/mL。空白对照组为各种藻以对

应密度单独培养。共培养结束时(72 h)取出 10 mL 藻液, 

用鲁哥试剂固定, 在显微镜下用浮游植物计数框计数, 

每个样品计数 3次, 取其平均值, 记录细胞密度。 

1.3  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计算共培养藻之间的抑制率按下式:  

抑制率(Inhibition rate)=(1–Ntreatment/Ncontrol)100%[23]。

其中, Ntreatment 表示实验组的藻细胞密度, Ncontrol表示

对照组的藻细胞密度。 

试验结果的差异显著性检验采用 SPSS21.0软件

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取显著性水平为 P<0.01 差异

极显著, P<0.05 差异显著, 在图表中分别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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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共培养组不同实验藻种初始密度设计 
Tab.1  Initial cell densities of the respective test species in different co-culturing experiments 

实验组合 初始细胞密度比(个/mL) 

多环旋沟藻与红色赤潮藻(实验组) 250︰500 500︰500 1 250︰500 2 500︰500 3 500︰500

多环旋沟藻与红色赤潮藻(对照组) 250︰0 500︰0 1 250︰0 2 500︰0 3 500︰0 

剧毒卡尔藻与红色赤潮藻(实验组) 5 000︰500 12 500︰500 25 000︰500 37 500︰500 50 000︰500

剧毒卡尔藻与红色赤潮藻(对照组) 5 000︰0 12 500︰0 25 000︰0 37 500︰0 50 000︰0 

米氏凯伦藻(苏澳株)与红色赤潮藻(实验组) 500︰500 1 000︰500    

米氏凯伦藻(苏澳株)与红色赤潮藻(对照组) 500︰0 1 000︰0    

米氏凯伦藻(深圳湾株)与红色赤潮藻(实验组) 500︰500 1 000︰500    

米氏凯伦藻(深圳湾株)与红色赤潮藻(对照组) 500︰0 1 000︰0    

短沟别什莱藻与红色赤潮藻(实验组) 500︰500 1 000︰500    

短沟别什莱藻与红色赤潮藻(对照组) 500︰0 1 000︰0    

红色赤潮藻(对照组) 500︰0     

 
“*”表示, 其中差异显著组计算其百分比抑制率, 并

进行作图呈现结果。 

2  结果 

2.1  多环旋沟藻与红色赤潮藻的化感作用 

不同起始细胞密度的多环旋沟藻(250、500、1250

和 3500个/mL)在与起始密度 500个/mL的红色赤潮

藻共培养 72 h 后, 二种藻的最终密度与空白对照组

均表现出显著差异(图 1a, b; P<0.05)。多环旋沟藻在

低密度时(250 个/mL)促进红色赤潮藻的生长, 但随

着细胞密度的增加, 对红色赤潮藻表现为抑制效应

且随密度增加而加强, 在 3 500个/mL 时, 抑制率为

99%。多环旋沟藻初始密度为 250、500、1250、2 500

和 3 500个/mL时, 生长抑制率分别为–13%(促进)、 

 

图 1  C. polykrikoides (CP)与 A. sanguinea (AS)72 h共培养时互相之间的化感作用 

Fig. 1  Mutual allelopathic effects of co-culturing for 72 h between C. polykrikoides and A. sanguinea on cell density and growth 
inhibition (or promotion) 

a. AS的细胞密度变化; b. CP的细胞密度变化; c. CP对 AS的抑制率(%); d. AS对 CP的抑制率(%) 

a. Cell density of AS; b. Cell density of CP; c. Inhibition of CP on AS; d. Inhibition of AS on CP 



 

 Marine Sciences / Vol. 41, No. 9 / 2017 97 

10%、50%、98%、99%, 各组抑制率表现出显著差

异(图 1c; P<0.05)。但与此同时, 多环旋沟藻初始密

度为 250、500、1 250、3 500个/mL时, 红色赤潮藻

对其生长抑制率分别为 16%、8%、39%和 13%, 各

组抑制率表现出显著差异(图 1d, P<0.05)。 

2.2  剧毒卡尔藻与红色赤潮藻的化感作用 

红色赤潮藻与剧毒卡尔藻 72 h 共培养后, 剧毒

卡尔藻初始密度为 5 000、25 000、37 500个/mL的

处理组与空白对照组均表现出显著差异 (图 2 a ; 

P<0.05)。当初始密度为 5 000个/mL时, 剧毒卡尔藻 

促进红色赤潮藻的生长, 生长促进率达 40%; 剧毒

卡尔藻初始密度大于 25 000个/mL时显著抑制红色

赤潮藻生长(图 2a)。在与 500 个/mL 的红色赤潮藻

72 h 共培养条件下, 剧毒卡尔藻所有初始密度高于

12 500 个/mL 的处理组中细胞终密度均显著高于其

相应的对照组(One-way ANOVA, P<0.05), 即红色赤

潮藻促进剧毒卡尔藻生长(图 2b)。剧毒卡尔藻初始密

度为 12 500、25 000、37 500、50 000个/mL时, 红色

赤潮藻对其生长促进率分别为 82%、54%、14%和 15%, 

各组生长促进率表现出显著差异(图 2d; P<0.05)。 

 

图 2  K. veneficum (KV)与 A. sanguinea (AS)72 h共培养时互相之间的化感作用 

Fig. 2  Mutual allelopathic effects of co-culturing for 72 h between K. veneficum and A. sanguinea on cell density and growth 
inhibition (or promotion) 

a. AS的细胞密度变化; b. KV的细胞密度变化; c. KV对 AS的抑制率(%); d. AS对 KV的抑制率(%) 

a. Cell density of AS; b. Cell density of KV; c. Inhibition of KV on AS; d. Inhibition of AS on KV 

 

2.3  短沟别什莱藻与红色赤潮藻的化感

作用 

不同起始细胞密度的短沟别什莱藻 (500 和

1 000个 /mL)与起始密度为 500个/mL的红色赤潮藻

72 h 共培养后, 后者的最终细胞密度都显著高于对

应对照组(图 3a; One-way ANOVA, P<0.05), 短沟别

什莱藻显著地促进了红色赤潮藻的生长(生长促进率

分别为 95%和 69%)(图 3b)。 

2.4  米氏凯伦藻与红色赤潮藻的化感作用 

在起始细胞密度为 500和 1 000个/mL条件下与

500个/mL的红色赤潮藻 72 h共培养后, 二株分离自

不同海域的米氏凯伦藻(分离自东海的苏澳株和南海

的深圳湾株)分别表现为对红色赤潮藻的显著促进与

抑制作用, 即苏澳岛株促进红色赤潮藻生长(促进率

分别为 9.8%和 5.4 %)(图 4a和 4c), 而深圳湾株表现

为抑制作用 , 抑制率为 21%和 59%(图 4b 和 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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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way ANOVA, P<0.05)。 

3  讨论与结论 

海洋微藻的化感作用可以发生在微藻周围以及

整个环境体系中 [8, 24-27], 某些微藻释放的有毒化感

物质能抑制其他微藻的生长, 从而在竞争中占据优势

而成为赤潮暴发的潜在诱因[28-29]。影响浮游植物化感

效应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所涉及的浮游植物种类[8]。例

如, 东海原甲藻对锥状斯氏藻的生长没有显著影响, 

但对眼点拟微绿球藻具有强烈的化感抑制作用[6]。球

形棕囊藻(Phaeocystis globosa)释放溶血毒素影响其

他藻类的生长 ,  从而在环境资源竞争中占据优势 , 

维持自身的需要[30]。在关于海洋微藻化感作用研究

中大多数选择的是藻华原因种和非藻华种, 且多数 

 

图 3  B. brevisulcata (BB)与 A. sanguinea (AS) 72 h共培养时互相之间的化感作用 

Fig.3  Allelopathic effects of B. brevisulcata (BB) on A. sanguinea (AS) 

a. AS的细胞密度变化; b. BB对 AS的促进率(%) 

a. Cell density of AS; b. Inhibition of BB on AS 

 

图 4  K. mikimotoi (Su’Ao、SZ)与 A. sanguinea (AS) 72 h共培养时互相之间的化感作用 

Fig. 4  Allelopathic effects of K. mikimotoi (Su’Ao, SZ) on A. sanguinea (AS) 

a. AS和 K. mikimotoi (Su’Ao)共培养时的细胞密度变化; b. AS和 K. mikimotoi (SZ)共培养时的细胞密度变化; c. K. mikimotoi (Su’Ao)对

AS的促进率(%); d. K. mikimotoi (SZ) 对 AS的抑制率(%) 

a. Cell density of K. mikimotoi (Su’Ao); b. Cell density of K. mikimotoi (SZ); c. Inhibition of K. mikimotoi (Su’Ao) on AS; d. Inhibition of K. 
mikimotoi (SZ) on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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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为抑制效应。本研究发现不同赤潮甲藻种

类与红色赤潮藻之间的化感作用差异明显, 既有促

进效应, 也有抑制效应以及低浓度促进但高浓度抑

制三种情况。其中多环旋沟藻在初始细胞密度在

3 500 个/mL 情况下对红色赤潮藻的抑制效果最强, 

抑制率最高时几乎 100%。米氏凯伦藻深圳湾株也对

红色赤潮藻表现较强的化感抑制作用。另外红色赤

潮藻对低细胞密度的多环旋沟藻也有较强的抑制效

应。红色赤潮藻能显著促进剧毒卡尔藻的生长, 短沟

别什莱藻和米氏凯伦藻苏澳株能显著促进红色赤潮

藻的生长。另外, 多环旋沟藻在低浓度下, 其对红色

赤潮藻有生长促进作用, 随着多环旋沟藻密度的增

加 , 对红色赤潮藻表现出抑制作用 , 密度越大抑制

作用越大。可见, 不同的细胞密度比可以显著影响化

感效应的性质(抑制或促进)和强度。细胞密度不同, 

释放至环境的化感物质浓度不同, 在未达到可以明

显抑制共存种的浓度前则可能被作为营养物质吸收

从而起生长促进作用。本实验选取种类均为藻华原

因种, 说明在特定环境条件下它们都可能在竞争上

获得优势。当这些藻华种在不同的密度比情况下, 其

竞争结果也可能不同 , 哪一种成为优势种 , 化感作

用可能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 

同种浮游植物对目标藻的化感作用具有株间差

异性: 如亚历山大藻纽约株对 Rhodomonas salina有

最大的化感抑制效应, 加拿大株则相对较弱[31]。本研

究中也观察到同样的株间差异性: 在红色赤潮藻起

始密度为 500个/mL时, 米氏凯伦藻苏澳株在起始密

度低于 1 000个/mL时促进红色赤潮藻生长, 而同样

细胞密度的米氏凯伦藻深圳湾株则显著抑制红色赤

潮藻的生长。这种株间差异既可能是种群遗传分化

决定, 也可能是不同株的暂时生理差异或健康状况

造成的(如同样温度条件下化感物质的产率不同)。更

确切的答案有赖于有关化感物质的准确鉴定和定量

研究, 甚至需要化感物质合成涉及的有关基因的明

确认识。 

研究这几种藻华原因种之间化感作用对了解藻

华原因种之间、浮游植物与其他生物之间的相互作

用及作用机理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在发现藻华甲

藻化感作用的复杂性质之外, 还为未来的研究提出

了更多的问题, 比如藻华原因种之间的化感物质是

什么？促进作用一定是通过化感物质被作为营养物

质吸收实现的吗？化感作用在每一个藻华种类形成

藻华过程中究竟起了多大作用？等等。这都需要进

一步深入研究, 如通过化感物质的提取和相关实验

验证说明。另外, 由于室内实验与野外实验条件有差

异, 真正地解释野外藻华原因种之间的化感作用更

需要较为长期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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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lelopathy plays an important regulatory role in phytoplankton population interactions and dynamics, 

an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area in the ecology of harmful algal blooms (HABs). But there are still many un-

knowns, both in the number of tested species and the general patterns of inter-specific allelopathic interactions.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allelopathic effects of four common HAB-forming dinoflagellates, Cochlodinium polykriko-

ides (from New York, USA), Karlodinium veneficum, Karenia mikimotoi, and Biecheleria brevisulcata (isolated 

from China), on another common HAB-forming dinoflagellate, Akashiwo sanguinea. The choice of A. sanguinea as 

a test model organism in this current study was due to its reported sensitivity to allelopathy. Under our experimental 

conditions (72 h co-culturing), it was observed that the allelopathic effects varied from positive (growth-stimulating) 

to negative (growth-inhibiting) depending on the species and in particular the initial cell density ratio. When 

co-cultured with A. sanguinea (initial cell density 500 cells/mL), C. polykrikoides promoted the growth of A. san-

guinea at an initial cell density of 250 cells/mL while K. mikimotoi (strain Su’Ao) and B. brevisulcata promoted A. 

sanguinea at initial cell densities below 1 000 cells/mL. The growth of Karlodinium veneficum (with initial cell 

densities between 5 000 to 50 000 cells/mL) was promoted by A. sanguinea. In contrast, with the same initial cell 

density for A. sanguinea (500 cells/mL), the strain of K. mikimotoi from Shenzhen Bay inhibited the growth of A. 

sanguinea at the initial densities > 500 cells/mL, and C. polykrikoides inhibited the growth of A. sanguinea at initial 

cell densities >250 cells/mL in a dose-response manner that reached 100% inhibition when the initial density was 

above 2 500 cells/mL. It is noteworthy that the two strains of K. mikimotoi (Su’Ao and Shenzhen Bay) exhibited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llelopathic potency. 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the allelopathic interactions among 

HAB-forming species change from positive to negative, depending on the species and the ratio of initial cell density. 

We believe that these results will contribute to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mechanisms and dynamics of HA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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